本檔案未經整理
為教會現代需要服務的哲學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

在美國華盛頓天主教大學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

                                                            方濟各‧若‧賴思高 著

                                                  魯布林哲學國際編譯中心中文部 譯

譯者的話：魯布林大學，在它的傑出哲手家卡羅‧沃耶蒂拉（Karol Wojtyla）當選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之時，一夜之間，名揚全球。

西方學者方始發現，一種新的基督教哲學，即魯布林多瑪斯哲學（Lublin Thomism），在這所波蘭天主教大學發展了起來。

魯布林的哲學家們，在他們的實在論形上學體系內，從瑪利丹（Maritain）、紀爾松（Gilson）對多瑪斯‧亞奎那形上學的存在主義解釋出發，不僅採取了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加俾‧馬賽爾（Gabriel Marcel）等現代存在主義者的某些可取的見解，而且兼收了麥克斯‧席勒（Max Scheler）、羅曼‧印戛爾登（Roman Ingarden）等現象主義者的方法論。

魯布林多瑪斯哲學、成為波蘭全國二十四個教區大修院課程的基礎。青年司鐸攻讀了這門新的公教哲學，運用到講授教理和牧靈服務工作中去，獲得了顯著的成效。

這套哲學刊印於魯布林哲學大師們所撰寫的十五卷著作中。令人遺憾的是，至今只有波蘭原文版問世。

本編輯委員會，在主任方濟各‧若‧賴思高神父博士領導下，由美國、加拿大的學者所組成，從事迻譯這套著有成就的著作，以期美國、加拿大各大修院也能加以採用，獲得同樣成效。第一冊英文譯本可望在一年半之內出版（譯註一）。

凡有意各盡其能協助此項編譯工作的人士，歡迎與編委會主任接洽。來信請寄到瑪莉出版社轉交（譯註二）。

引    言

這次講話，我想談一談哲學對波蘭教會當前的需要、所作的獨特的服務。今分下列四個專題討論：

一、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魯布林大學；

二、魯布林多瑪斯哲學；

三、波蘭修院的課程設置；

四、切實可行的設想和建議。

一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魯布林大學

一年前，當波蘭樞機主教卡羅‧沃耶蒂拉當選教宗的喜訊傳來時，擧世為之喜出望外：這是四百五十多年以來第一位非意大利原籍的教宗。

在短短十二個月裏，新教宗無可爭議地成為今日世界最享盛名、最受敬仰的國際偉人。當他訪問墨西哥，訪問他自己的祖國，訪問愛爾蘭，以及最近訪問美國時，千百萬羣衆簇擁在他身旁。又有千百萬羣衆紛紛湧向羅馬朝謁教宗。去年夏天，本人也去羅馬覲見教宗，留下令人難忘的回憶。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博得各界人士的愛戴。他既周旋於士林顯要之間，又深入天主子民的生活，同淳樸微末者打成一片，深受敬愛。一個月之前，他訪問聯合國，竟用十多種不同的語言講話。的確，他享有普世萬民的景仰。1.

自從梵二大公會議以來，哲學界即使沒有全被埋沒，至少也有被打入冷宮，讓神學界，特別是那些囂張跋扈、標奇立異的神學家，獨霸天下。今天連哲學界人士，也把這位新教宗視作自己的代言人。卡羅‧沃耶蒂拉在魯布林天主教大學執教達二十四年之久，所教的是哲學，而不是神學。哲學界人士對新教宗自然有着特別親切的知己之感。

（沃耶蒂拉教授獻身哲學的精神令人驚羨，可從下列事實看出：當他榮膺羅馬伯多祿宗座之職時，在魯布林尚有三項博士論文的指導工作尚未結束。他竟然貫徹始終，在梵蒂岡日理萬機中堅持予以完成。

顯而易見，這位前倫理學教授之當選羅馬教宗，自然引起全世界對魯布林大學哲學院的注意。二十四年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波蘭境內這所唯一的天主教大學內所教的哲學，究竟是什麼樣的哲學？為了答覆這個問題，讓我們先簡略地考察一下魯布林大學哲學家的工作。

二  魯布林多瑪斯哲學

雖然波蘭學者，諸如鮑欽斯基（Bochenski）、特瓦道斯基（Twardowski)和羅曼‧印戛爾登等人，在分析哲學和現象主義哲學方面，做了大量高度創造性的工作，但是這兩個學派的思想，對波蘭人民的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則微乎其微。與此相反，由魯布林思想家發展起來的基督教哲學，却成了這個處於無神主義控制下的天主教國家，保持團結統一、精神奮發的強大動力。2.

大約一年前，“新士林哲學”一九七八年春季號（The New Scholasticism），刊載安德肋‧恩‧伏茲尼基（Andren N. Woznicki）的題為「交談的多瑪斯哲學與辯證的馬克斯主義」一文。現摘引它開場的一段話，藉以提供一些魯布林為哲學、為波蘭教會當前需要作出貢獻的背景。

伏茲尼基說：「在波蘭，多瑪斯‧亞奎那的哲學，不僅生氣勃勃，欣欣向榮，而且推陳出新，有所創新，繼續提供新的哲學見解。」3.

從這位卡羅‧沃耶蒂拉的高足所說的這段話，不難看出：與北美修院和大學普通貶低（若不是根本廢棄）多瑪斯哲學的現狀恰恰相反，波蘭已經發展了一門新型的朝氣蓬勃、切實可行的基督教哲學，為教會現代的需要而服務，成效卓著。

只要對教會在波蘭的狀況作一番仔細的觀察，這一點就昭然若揭，發人深省。儘管波蘭處於無神主義壟斷的境況之下，波蘭天主教却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生機，遠勝於目前西歐、北美各地的教會。波蘭教堂到處禮拜者人滿為患，座無虛席。有的教堂每逢星期六和主日，竟然擧行十九台彌撒。去年夏天，本人訪問華沙，所到教堂，無不盛況如此。各修道院的入學人數也達到了飽和點。各種女修會既未廢除會服，也未革除祈禱和團體生活；公寓式的生活更是無人問津。申請入會者排成長長的候選名單。僅以克拉考（KraKow）聖若瑟會為例，便有二百多位女青年申請入會，等候錄取。最後，目前波蘭祝聖的司鐸，人數之多，已超過本國實際的需要，使波蘭教會有能力向外“輸出”司鐸，到國外其它教區去服務。例如美國新澤西州紐瓦克教區，最近便接納了六位來自克拉考的波蘭司鐸。

波蘭教會如此朝氣蓬勃，欣欣向榮，恰恰與美國教會的狀況形成強烈的對比。在美國，修道院人去樓空；麥基瑟德司祭班“陣容紊亂” — 借用喬治‧凱利蒙席在其得獎傑作“爭奪美國教會之戰”內所說的話（George Kelly “The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Church”）— 成千上萬“鬥勁沖天”的修女出會還俗；整個情勢，暮氣沉沉，病態紛陳。4.顯而易見，波蘭教會行事的準則在美國還沒有找到。

（順便談一點個人感觸：一個月之前，成羣的美國修女集合在華盛頓聖母始孕無站大堂前，向當時正在美國進行訪問的教宗對抗示威。她們板着反共倒戈的臉孔，表情陰沉冷酷。而去年夏天，我在波蘭遇見的修女，却是人人英姿風發，喜形於色，洋溢着內心的平安、滿足和充實。兩相對照，令人愕然。）

因此，我們的論點是：波蘭教會精神狀態之所以如此健康奮發，關鍵在於這個新型的基督教哲學，在於波蘭全國二十四所教區大修院，全部講授這門新型的基督教哲學。

西歐和美國各國的教會享有較大的自由，不受世俗勢力的干擾。教會的活動也不受外界直接的挑釁。大多數培養司鐸的修院，滿足於“維持現狀”。在哲學方面，還是使用着老生常談的經院作家的課本。書中脫離生活實際的古板程式，很少涉及現實情況，只會窒息新穎和創造性的思維；對當代哲學界、思想界的新學派、新動向，更是自命清高，不聞不問。即使偶爾也擺出一些不恥下問的姿態，承認這些新學派、新動向的存在，也只是用一個三段論式的腳註，把它們輕描淡寫地發落乾淨。在它們這樣做的時候，正如埃迪恩‧紀爾松（Etienne Gilson）所指出的，竟然還是打着“聖多瑪斯的旗號”。

事實上，早在二十世紀初葉，波蘭也曾使用過這些哲學課本。魯布林大學的首任院長易德濟‧拉迪塞斯基神父（Fr. Idzi Radiszewski）原是比國麥希埃樞機主教的高足，於一九O二年出版了麥希埃樞機的新經院哲學課本的波蘭文譯本，對波蘭產生一些影響。但是，到二十世紀中期，波蘭學者便發現這些課本的缺點，於是取消這些課本，而改用傑克‧馬利丹（Jacques Maritain）與埃迪恩‧紀爾松的著作，以及他們對聖多瑪斯‧亞奎那實在論形上學現實主義的解釋，作為教材。紀爾松與馬利丹的著作，以驚人的速度，被譯成波蘭文出版，在魯布林大學及全國各修院被採用作為課本。5.

此後，在最近二十年左右，魯布林天主教大學又發展了這門新哲學。就我本人所知，在美國只有屈指可數的極少數的學者通曉這門新哲學。本人在聽說這門新哲學之初，為了搜集有關的資料而煞費苦心。我的兩位教授：埃迪恩‧紀爾松和安東‧培基（Anton Pegis），本來一貫向我提供此類資料，不幸都在不久前相繼去世。

於是我寫信給凡爾能‧布爾克教授（Vernon Bourke）請教。他是聖路易斯大學哲學院退休院長，新成立的休斯敦多瑪斯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是一位國際公認的聖多瑪斯‧亞奎那權威。

我問他是否能介紹一些有關新魯布林多瑪斯哲學的資料。布爾克博士在他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的回信中這樣寫道：「我認為我們應對魯布林大學的哲學研究工作予以更大的注意。大約二十年前，他們曾寄給我一些研究多瑪斯的成果。都是用波蘭文寫的，我看不懂。從那時起，聖路易斯大學與魯布林大學之間互相交換資料。但是就我個人記憶所及，並未導致什麼具體的成果。十年前，我遷居到一所較小的住宅，送掉了許多藏書。現在有時自己想找一些單行本之類的書籍，竟往往也不易找到。」

「從閱讀中，我倒是熟悉了一位波蘭哲學家，名叫喬治‧卡利諾夫斯塞（George Kalinowski）。他不久前旅居法國。他有一本著作，書名是Le Problème de la Verité en Marale et Droit（Lyon Vitte, 1967），很值得翻譯。他把聖多瑪斯在倫理思想方面的現實主義，與一個相類似的體系，一個直到湯姆斯‧雷德（Thomas Reid）方告終止的悠久傳統聯繫起來！卡利諾夫斯基是一位多瑪斯主義者。他緊跟時代的發展，既熟諳歐洲大陸的思想，又了解英國的倫理學。」6.

一九七八年夏天，在美國天主教哲學會主持下，和安德肋‧伏茲尼基神父協助下，幾位學會委員首途訪問了波蘭，其中包括猶達‧道蒂博士（Dr. Jude Dougherty）、喬治‧麥克林神父（Fr. George McLean）、肯尼詩‧史米茲博士（Dr. Kenneth Schmitz）等人。他們訪問了克拉考城，會見了以克拉考總主教卡羅‧沃耶蒂拉樞機為首席的波蘭哲學學會成員。

二十多年前，魯布林大學的哲學家們致書凡爾能‧布爾克博士，試圖建立互換關係的宿願，今天終於在安德肋‧伏茲尼基神父論文的附註中實現了。那篇論文的附註寫道：「以本文為開端，“新士林哲學”與波蘭天主教哲學家們合作，聯合進行一個研究項目。本文及其附錄的書目，即為介紹波蘭方面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個一覽表。」7.

現在，本人試按個人的理解，盡量把魯布林多瑪斯哲學的要點，簡單扼要地勾劃出來。與亞奎那（Aquina）運用阿里斯多德的原理（Aristotelian principles）構成他自己的綜合性體系相似，魯布林的多瑪斯學者卡羅‧沃耶蒂拉、阿爾貝特‧克拉比喀（Albert Krapiec）和達竇斯‧斯蒂岑（Tadeusz Styczen）等人繼承傑克‧馬利丹和埃迪恩‧紀爾松所發展的多瑪斯實在論形上學原則，並在此體系內，採用現代存在主義（Contemporary existentialism）最可取的精華；同時，同樣有限度地採取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方法論（例如卡羅‧沃耶蒂拉之借鑑麥克斯‧席勒）8.，再着重借鑑加俾‧馬賽爾的「我 —— 您」關係說（I—Thou relation）、「共存」說（Co—esse）和「我們」（Nous）的概念，借鑑他的「是」（l′être）優於「有」（l′avoir）的概念，以及人類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性。關於人的尊嚴性，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多次向普世萬民頒發通諭，不倦地捍衛人類的尊嚴性。9.

重點在於人，而人則是行為的主宰，並不僅僅是抽象的本體或本性。這便是聖父最有學術價值的傑作「Osoba i Czyn」（「人乃行為者」）一書的主旨。10.

安德肋‧伏茲尼基神父的新作：“基督教的人文主義：卡羅‧沃耶蒂拉的人格存在主義”一書即將問世。（譯註三）羅馬的伏拉迪斯勞‧魯賓樞機，為該書撰寫序言，備加讚揚11.。著者在書中寫道：「沃耶蒂拉在汲取人的古典定義Persona（人格）的同時，並未把自己局限於鮑埃西烏斯（Boethius）關於人是理性個體的定義的圈子裏，而是沿看亞奎那人性論的原則：Operari sequitur esse, praxis sequitur theoriam，即行為來自存在，實踐來自理論的原則，把人類行為的整個範疇全部包括到人類現實的定義中，從而使原有的偏重人類理性單方面的定義，大為充實豐富起來。因此沃耶蒂拉的人性論哲學，是以人格為主導的，是具有活躍的能動性的。」12.

阿貝爾特‧克拉比喀在他的「Ja—Czlowiek：Zarys antropologii filozoficznej」（「我者人也：哲學的人性論綱要」）一書中，否定了海德格關於人的Seinzum—Tode（生存即是趨向死亡）的失敗主義定義，否定了這個趨向虛無的定義。他重新塑造這個概念，寫道：「作為生存即是趨向死亡的人，只有在他或她瀕死之際，當他或她作出關於天主永存……天主仁愛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徹底的個人抉擇時，他或她的人格的全部潛在性方始得到最終定型的實現。而天主永存、天主仁愛的真理，則始終存在於他或她的一生之中，是他或她一生不斷進行的人格自我塑造的過程的基礎。」13.

在沒有公開點名的情況下，卡羅‧沃耶蒂拉成功地譴責了某種把人當作東西處理，把產品凌駕於人之上，把人視作手段而非目的的國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指出，這種國家要求人們實行「奴隸式的一面倒哲學，也就是說，抱看唯唯諾諾，逆來順受的態度，要求人們實行一種消極被動的特殊形式，使具有人格自我塑造性的人，變成事態變遷的奴隸，而不是事態變遷的主宰，不能在自己的團體中自主地塑造自己的人生態度、肩負起自己承當的義務。」14.

因此，聖父反其道而行之，堅持以人為主，人優先於他的生產。生產的基礎在於人的自主性主體。所以教宗主張：「文化應在這個領域內發展，在人的自主性主體的領域內發展。文化現有的基礎不在於人的生產，而是首先在於人的人格。人的人格負有『自我塑造的使命』，而人格的自我塑造，再反轉過來照亮生產的世界。」15.

安德肋‧伏茲尼基總結說：結果「魯布林多瑪斯存在主義的形上學學派，既富有承上啟下、推陳出新的創造性，又具有融會貫通、集其大成的綜合性的特點，明顯地表現於這個事實：即它的門徒，不僅從事諸如認識論、人性論和現代科學等具體哲學學科的研究工作，不受形上學基礎的限制，而且還開闢了聖多瑪斯形上學的新天地，對現代的新動向，例如勒奧夫 —— 華沙學派的形式邏輯，加以密切的注意。這樣多瑪斯形上學家投身於當代重大問題的探討，使魯布林學派的門徒得以在思想領域、同無神主義哲學家不斷地進行對話。」16.

這些富有創造性的魯布林思想家，也許將為現代有神論的存在主義，提供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礎，使之成為真正的哲學，補足它原有的缺陷。雅斯培(Jaspers），17.布亞爾（Bouillard），18.海內曼（Heinemann），19.希阿卡（Sciacca），20.萊恩哈特（Reinhart），21.法勃羅（Fabro），22.以及特路阿方丹（Troisfontaines），23.諸人都一致指出，存在主義執守極端的單一性和個別性，是它內在的一大缺陷。它迴避理性、迴避客觀性和普遍性。職是之故，充其量只能算作『哲學邊緣上的哲學』而已。」24.

魯布林大師們把亞奎那的形上學、把有神論與無神論兩種存在主義的見解，以及把現象學的方法論，統統熔於一爐，鑄成一個綜合體。事實證明：這綜合體系同現代無神主義思想交鋒，特別有效。

令人遺憾的是，這新的魯布林多瑪斯哲學，直到目前，仍然只有波蘭原文著作，大約十五冊。要欣賞這門新的基督教哲學，必須先精通波蘭文的哲學用語。幸而有些著者，為原著煞費心機地寫下了法文的摘要。例如克拉比喀的Ja - Czlowiek（「我者人也」）；卡明斯基和克拉比喀的Z∙ Teorii i metadologii metafizyki（形上學的理論與方法）。教宗的巨著Osoba i Czyn（「人乃行為的主宰」）的英譯本（Reidel），也已問世。（譯註四）因此對於這門新哲學，我們還是可以多少得到一些片段的認識的。

三  波蘭修院的課程設置

現在我想談一談去年夏天在波蘭修院的一些見聞，特別是關於他們哲學課程設置的一些情況。波蘭共有二十四座教區大修院，教授哲學與神學。除三個最小的教區之外，其餘各教區都開辦自己的大修院，但都採用同樣的課程。（此外，各修會還另有為其修士所設的修院二十五座。我們只談教區修院。）

七十八位波蘭主教，除三位之外，都考取了博士學位。那三位沒有博士學位的主教都年事已高，都被迫害而坐過多年的牢。然而他們在晉鐸之後也在研究院進修過兩年。還有幾位主教考取了兩個博士學位。例如卡羅‧沃耶蒂拉。而首席主教斯蒂芬‧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Stefan Wyszynski）則考取了神學、教會法和社會哲學三項博士學位。（使人不難想見，一個教會領導當局，在學術方面享有如此高深的造詣和資歷，必不會被那些囂張跋扈、標奇立異的神學家所嚇倒）。

結果是許多波蘭主教在本教區或鄰近教區的修院中，擔任自己專長方面的教職。例如卡羅‧沃耶蒂拉樞機主教每星期從克拉考到魯布林大學去講課，行程約二百五十公里。他在那裏教哲學，直到去羅馬參加選擧新教宗的會議時為止。在那次會議上，他當選為教宗，取名若望保祿二世。一位修士在修院攻讀，直到晉鐸，曾作過八九位主教的學生並不稀罕。主教們同樣也是本教區修院的活躍的行政者。他們親自「第一手」了解全體修生的情況，了解他們所要祝聖的青年司鐸，有着什麼優點或不足，對於可以造就的「主教人材」，也能知之更詳。25.

關於修院哲學課程的設置，我了解到下列有趣的情況：

修生必須先讀完普通大學最初兩年的課程（the Liceum），方得進入二十四座修院中的一座。在兩年內，必須修滿三十八個學分的哲學課程。哲學課程分配的具體安排，請參閱本書附錄的課程配置表（Ratio Studiorum）。26.（參閱本文末頁）
一望而知，系統課程包括：邏輯學、認識論、人性論、物性論、形上學、天主論、以及倫理學概論。修生要上整兩年的哲學史：第一年專修希臘和中古時代，第二年專修近代和現代。到第三年和第四年，還須加修十個學分的哲學，包括特殊倫理學，即社會倫理學、婚姻與家庭倫理學、以及醫葯倫理學。這樣每一位波蘭祝聖的新司鐸，須修滿四十八個學分的哲學課程，為他們的神學課程奠定基礎。

與此對比，美國修生的教育顯然低於水平。他們只有十八個學分的哲學，遠不及波蘭修生的四十八個學分。即使這十八個學分，往往還不是得自天主教大學，而是得自州立大學，或其它非教會的學院或大學。在那些大學或學院裏，基礎性的哲學課程，如人性論、天主論、形上學和倫理學，已被形形色色與天主教思想格格不入的東方哲學流派所取代：誇張遠來的異學祕傳，談玄說妙，多麼荒誕無稽！

四  切實可行的設想與建議

我確信今天美國修院的狀況，較之五年以前有些好轉，令人鼓舞。我的理由是因為我們有着像朗諾德‧勞勒神父及其同事這樣的熱心人，任勞任怨，百折不撓，籌備組織了這樣的專題討論會。在這種討論會上（包括本屆討論會），來自全國各修院的領導人，聚集一堂，分析形勢，診斷病象，擬訂改進的方案。這種做法本身，依我看來，就已經解決了當前問題的一半。

我們現在正進入第二階段，即實施改進方案的階段。在整個計劃中，這個階段更是困難，更為重要。

今春，在勞勒神父統一領導下，美國天主教學者聯誼會（The Fellowship of Catholic Scholars）在聖路易斯，美國天主教哲學會（The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在多倫多，分別召開了關於司鐸培育的專題討論會。可以看出，大家幾乎完全一致同意以下各點：

一、美國修院的神學教育陷於紊亂。

二、神學方面的失敗，是由於廢除哲學課程而引起的。

結論：我們必須重新組織美國修院教育的哲學部門，以期由此而改善神學教育。

實施統一的哲學教學要求

制訂哲學教學要求最現實的辦法，是採用主教團司鐸培訓委員會所規定的哲學必修科目表。例如目前的六科（十八個學分），在五年內應增加到十科（三十個學分），作為哲學主修的要求。這便能恢復以前所推行的教學要求。27.

鑒於越來越多的非教會大學的畢業生被錄取入神學院，故有必要在神學院建立一個甄別組，負責主持入學考試，對考生的哲學基礎知識加以甄別；使應試者知道，為了準備入學考試，自己應當選擇講授公教哲學必修科的大學。

哲學教科書

由於修院的入學人數大為減少，許多哲學教科書已經絕版停印。又因此類書籍的市場購買潛力很小，看來作家們也不會再寫新書。

鑒於魯布林的哲學書在波蘭修院極為成功，我們正在籌備進行翻譯，並準備採納這套課本，作為美國修院的教科書。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國際魯布林大學編譯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lation of Lublin University Publications）。它的編輯委員會由美國和加拿大的學者組成，其中包括著名學者：安德肋‧伏茲尼基神父；司蒂芬‧敏基爾神父博士（Rev. Dr. Stephen Minkiel），本屆討論會的組織者之一；加拿大蒙特利爾的司蒂芬‧維爾辛斯基神父博士（Rev. Dr. Stephen Wiercinski），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論麥克斯‧席勒的官方譯者。28.

我們已經選定先翻譯阿貝爾‧克拉比喀的「Ja - Czlowiek」（「我者人也」）。這是一本極為成功的人性論哲學教科書（在波蘭，書名叫「哲學的人類學」）。預定十八個月之後出版。

我們歡迎願意協助翻譯、校對或其它出版工作的人士參與此項工作。請把姓名、資歷和住址通知我們。

最後一點意見：我認為我們必須克服一種美國人特有的思想障碍，即認為聖多瑪斯不合潮流，早已過時。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新的多瑪斯研究中心正在休斯敦揭幕。該中心是由聖多瑪斯大學的一位知恩的校友赫尤‧勞伊‧馬歇爾（Hugh Roy Marshall）捐獻鉅款而建成的。

四個星期前，凡爾能‧布爾克博士在休斯敦的命名典禮致辭中提到，他正在編輯一冊新的多瑪斯參考書目彙編，印刷商限制不得超過5,000條，但是新書如此之多，以致他迫不得已，只好刪除許多書目。工作和研究正在開展。運用多瑪斯思想原則，解決當前世界問題的著作，到處都在編寫。標奇立異的神學家把美國基督教哲學倒退了二十五年。現在正是我們美國哲學界應當認識世界其它地區學者的優秀著作的時候了。我們應當挺身而出，在美國天主教知識界生活中，恢復真正的學術之風。只有哲學，而不是社會學、心理學或其它實驗科學，能為神學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礎和方向。我們若是照此辦理，我們修院的教育質量便會整頓一新，美國天主教生活的質量，也會隨之而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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